















经 济 理 论 问 题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人口结构变化是解释经济高速发展的一
















间，总死亡率由 20‰下降至 10.8‰；婴儿死亡率由 195‰降低至 61‰。出生率在这个时期基本保持在 35‰以上
的高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6 左右。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对比同时期出生率的稳定上升，形成了我国的第
一次人口生育高潮。由于人口基数小，只有 4 亿，这次婴儿潮新增人口的绝对值较小，每年约 1 700~2 200 万人。
实现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转变。
2.第二次婴儿潮在 1962—1972年，生育率上升是这一阶段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国
民经济状况好转，补偿性生育造成出生率大幅上升，在 1963 年出生率达到 43‰的峰值，其他年份也在 37‰以
讀
上。在这十一年中，平均人口出生率为 32.7‰，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 8.8‰，自然增长率高达 23.9‰。与人口高自
然增长率相对应的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规模，十年间新增人口约 2.6 亿人，约占目前人口总数的 1/5。其中，
1963 年新生人口约为 3 000 万人，其后两年约为 2 700 万人。1965—1971 年间的平均新生人口约为 2 650 万人。
与此同时，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到 64 岁。这次是婴儿潮的出生规模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历史上都是最大的，
也被称为是主力婴儿潮。
3.第三次婴儿潮在 1986—1990年，由主力婴儿潮进入婚育年龄所产生，也称回声婴儿潮。其中 1990 年是这
个阶段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降低到 2.3~2.8，出生人口规模虽不及主





龄人口比重上升，老年人口比重略微上升。从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人
口（0~14 岁）人口比重从 36.3%降低到 16.6%；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比例由 59.3%提高到 74.5%，老年人口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从 4.9%上升到 7.0%用了 18 年时间。日本老龄化走完同样的过程用了 20 年时间。瑞典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5.2%上升到 8.4%用了 40 年时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从 7.0%上升到 14%需要 25 年。
而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德国等发达国家走完同样的过程大约需要 40—120 年时间。我国老龄化速度快的主




2010 年的预测，2030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在将达到 1.9 亿，2050 年将达到 2.33 亿。届时，我国老年人口数目
接近美国人口总数，是美国老年人数的 4.4 倍。2050 年我国人口总数比印尼少 0.51 亿，但老年人口数目却比印
尼多 1.03 亿。
2.老年抚养比上升速度先慢后快。我国老年抚养比持续提高，而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由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数量巨大，在其未步入老龄之前，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仍较大。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
平稳，只在较低的水平上缓慢增长。老年抚养比在 2025 年将达到 20.9%，低于发达国家 33.5%的平均水平，但高
于世界 15.9%的平均水平。在婴儿潮出生的人逐渐步入老龄之后，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到 2050 年，老年抚养比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次较大的人口生育高峰，分别是在 50 年代，60 年代和 80 年代中后期。这三次婴儿
潮的新生儿分别在 80 年代、90 年代和 21 世纪相继成熟并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人口持续增长，为经济发
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我国从业人员从 1978 年的 4 亿
增长到 1998 年的 7 亿，2007 年的 7.7 亿。劳动年龄人口上升的同时，人口负担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当人口负
担低到 50%以下时，“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我国的总抚养比在 1988 年前后下降到 50%以下的水平，2007 年下
降到 37.9%，2012 年下降到 34.9%。总抚养比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和，其下降主要由少儿抚养比快速
下降导致。少儿抚养比由 1978 年的 61.2%快速下降到 2012 年的 22.2%，老年抚养比由 1978 年的 7.4%缓慢上













1952—1958 年，储蓄率由 22.2%上升到 42.8%，1962 年下降到 15.1%。“文化大革命”运动也造成了储蓄率的短
期下降。在 70 年代的经济改革之后，储蓄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尽管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储











比在 2030 年前后将达到 50%。届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消失，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
面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涨
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长时间内出
现了首次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 345 万人，标志着“人口红利”消失拐点的出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
































表明，从事制造业的职工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 17%。如果企业的员工学历全部由初中以
下学历改善为高中学历员工，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 24%，如果全部改善为大专学历的话，劳动生产率可以继续
提高 66%。
（二）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我国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
动力资源和较高的储蓄率。随着人口的变迁，人口结构的有利因素即将减弱。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可以延缓
“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延长低成本劳动力和高储蓄的发展优势。因此，以充分就业为导向的政策，可以使经济
增长的目标更有保障。保障数量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充分就业，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红利”，也可以使
劳动者在“干中学”中积累人力资本。
（三）改进养老保障模式
迎接老龄化挑战，既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也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安全保障。我国尚未建立一
个有效、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目前城镇养老保障广泛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在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制是在人口
结构较为年轻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当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普遍到达老龄阶段，这种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潜在的支付
危机，相应的改革方向是完全积累制。由于我国老龄化到来较快，养老保障需要尽快从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
制度过渡。
（四）为人口自由流动提供制度保障
在老龄化背景下，城市人口的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人口的
迁移。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我国尚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短缺。但是，如果城镇化速度放缓，农村剩
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则可能出现大规模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制约经济发展。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
系列政策严重制约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如果消除这些制度障碍，不
仅可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还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
（五）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世界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依赖生产率的提高。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矿产、能源等资源的供给对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逐渐表现乏力。
老龄化趋势使我国慢慢丧失劳动力数量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禀赋优势已不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应尽快推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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